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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国际分工体系不断深化的背景下， 从企业角度研究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

显得日益重要。 本文采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 中国海关数据库数

据和世界投入产出表， 基于企业出口上游度的分析视角， 探讨了产业与企业的空间集聚

对中国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位置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中国企业出口上

游度总体呈下降趋势， 产业和企业集聚对中国企业出口上游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促进

出口企业向价值链的下游消费端靠近； 这一影响在不同的企业所有制和贸易方式下存在

显著差异， 即对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影响大于私营企业， 对加工贸易企业的影响大于

一般贸易企业； 在使用工具变量缓解内生性问题后， 本文的结果依然稳健； 经济集聚的

分解效应表明相对于邻近企业数量， 邻近企业规模对企业出口上游度有更大的影响。 本

文结论对我国地区产业发展助推企业价值链攀升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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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国际贸易分工体系的不断深化， 世界经济发展逐渐步入全球价值链时代。
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体系使得产品由 “国内生产” 转变为 “国际生产”， 各国的生产

任务、 产业结构不同意味着嵌入价值链的位置不同。 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已成

为其出口贸易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国在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同

时， 对进口投入的依赖性呈现出与其他国家相反的趋势 （Ｋｏｏｐｍ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１］；
Ｋｅｅ ａｎｄ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２］）。 随着中国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 一方面， 大量的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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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企业在地理空间分布上集聚的趋势愈加明显； 另一方面， 产业和企业的空间集聚

往往会对当地的经济发展、 企业生产率以及企业的出口行为产生影响。 中国在参与

全球价值链的生产分工体系时， 从行业到企业均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 因此从产

业和企业空间集聚的角度来分析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和水平对于理解中

国企业参与国际生产的增加值率或产业发展结构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本文利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 中国海关数据库数据和世界

投入产出表实证检验了地区内部的产业及企业集聚对中国企业出口上游度的影响。 结

果显示， 运用中国海关数据库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表测算的中国企业出口上游度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期间呈下降趋势， 地区内的产业和企业集聚对企业出口上游度有显著

的负向影响， 表明地区内部的经济集聚现象使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向下游

消费端靠近。 根据企业所有制及贸易方式的异质性分析表明， 经济集聚对外资企业和

国有企业出口上游度的负向影响大于对私营企业出口上游度的影响； 相对于一般贸易

企业而言， 经济集聚对加工贸易企业出口上游度的影响更加明显； 相对于靠近众多企

业而言， 靠近规模大的企业比靠近众多企业更容易使企业向全球价值链的下游靠近。

一、 文献综述

现有文献对于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位置的核算主要是基于 Ｋｏｏｐｍａｎ 等 （２０１２）
构建的不同国家不同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 “经济地位” 指标， 以及 Ｆａｌｌｙ
（２０１２） ［３］， Ａｎｔｒａｓ等 （２０１２） ［４］构建的不同国家不同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 “物理

位置” 指标———行业上游度。 前者衡量的是某个特定行业在参与全球生产过程中

作为中间品供给者或中间品需求者的相对重要程度， 以反映生产过程中价值增加值

的大小； 后者衡量的是某个特定行业中最终产品与各个生产阶段的中间品占总产出

比重的加权平均值， 以到最终产品的距离来反映各国的产业结构。
基于不同国家特定行业上游度的测算及实证文献主要包括： Ｍｉｌｌｅｒ 和 Ｔｅｍｕｒｓｈｏｅｖ

（２０１７） ［５］根据 ２０１３年版世界投入产出表测算了 ４０个国家 （地区） ３５个行业的产出

品上游度和投入品上游度， 发现行业的上游度在 １９９５—２０１１ 年期间呈现上升趋势，
这一结果源于中间品跨境购买的增加； 鞠建东和余心玎 （２０１４） ［６］基于中国的行业上

游度指标和中国海关数据库数据分析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和定位， 发现中国

的出口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价值链下游， 并且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以及出口产品的

种类均与发达国家相似； 王孝松等 （２０１７） ［７］从中国遭遇反倾销调查的角度进行分

析， 认为贸易壁垒的存在对我国相关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及其地位的上升有显著的负

面影响； 耿伟和郝碧榕 （２０１８） ［８］在测算不同行业上游度和下游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分

析， 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变化通过改变劳动力需求结构， 进而影响劳动力的相对

收入差距。 在行业层面测算价值链指标的基础上， 考虑企业异质性以反映企业参与全

球价值链生产的核算主要是 Ｋｅｅ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构建的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
通过计算国内原材料及国内生产的中间品在企业生产出口过程中的比重来反映企业在

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中对国内投入的依赖程度。 相关的测算及实证研究主要有张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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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 ［９］、 李胜旗和毛其淋 （２０１７） ［１０］、 唐宜红和张鹏杨 （２０１７） ［１１］、 吕越等

（２０１８） ［１２］。 但是， 从企业角度考察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的研究却较少， Ｃｈｏｒ 等
（２０１４） ［１３］使用 ２００７年中国投入产出表测算了中国在 ２００７年不同行业的上游度指数，
并进一步根据中国海关数据库数据测算了企业的上游度指数， 为相关研究做了开创性

工作。 Ａｌｆａｒｏ等 （２０１７） ［１４］在使用世界投入产出表测算行业上游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构

建了多个国家企业层面的上游度指标， 并分析发现企业在价值链生产中对上下游供应

商的整合决策取决于该企业最终产品的需求弹性。
与本文相关的另一类文献是经济集聚对企业行为的影响。 经济活动的区域分布

不均衡往往会使得不同地区有不同的产业比较优势， 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 产业与

企业的空间集聚不仅可以通过劳动力市场汇集、 生产投入共享和知识传播等对该地

区企业的行为和绩效产生正向外溢效应 （Ｒｏｓｅｎｔｈａｌ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ｎｇｅ， ２００４） ［１５］， 还会加

剧当地的市场竞争程度、 降低产品价格进而对企业行为和绩效产生竞争效应。 例

如， 经济集聚与企业规模有显著正向关系， 地区内企业的集聚程度越高， 在该产业

集聚中的企业规模越大 （Ｈｏｌｍ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ｅｖｅｎｓ， ２００２） ［１６］， 且规模大的邻近企业比数

量多的邻近企业对企业规模的影响更大 （Ｌ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１７］。 产业与企业的空间

集聚还可以通过共享生产投入、 知识外溢等降低产品生产的边际成本进而促进企业

生产率的提升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２００３） ［１８］； 而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也会进一步影响企业

的出口决策 （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３） ［１９］。 因此， 地区产业集聚不仅可以通过行业间沟通与

交流所形成的出口信息外溢对企业出口行为产生直接影响 （张国锋等， ２０１６） ［２０］，
还可以通过提升企业生产率进而对企业出口产生间接影响 （包群等， ２０１２） ［２１］。 此

外， 产业与企业的空间集聚既可以通过外溢效应提高企业生产率， 降低产品边际成

本进而提高加成率， 又可以通过竞争效应降低产品价格进而降低加成率， 但实证研

究结果表明， 竞争效应在经济集聚对企业价格加成率的影响过程中占主导作用， 即

经济集聚对企业价格加成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Ｌ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２２］。
本文在以下几个方面丰富和深化了已有研究： 第一， 与现有文献大多从国家和

行业层面考察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研究不同， 本文重新构建了企业的出口上游度指

数， 以表示企业所处全球价值链位置①， 运用经济集聚这一地区经济发展指标研究

对企业出口上游度的影响， 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驱动因

素； 第二， 以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 中国海关数据库数据、 中

国城市统计年鉴、 世界投入产出表的匹配数据为样本， 在固定效应模型回归基础

上， 采用工具变量法识别经济集聚与企业出口上游度的因果关系； 第三， 本文从城

市在产业层面的集聚程度、 城市在企业层面的集聚程度、 以邻近企业为基础的城市

集聚程度等多个角度考察了经济集聚对企业出口上游度的影响， 并按照企业所有制

结构、 贸易方式进行了异质性分析； 第四， 进一步分解集聚效应以检验邻近企业数

量和邻近企业平均规模两个渠道对企业出口上游度的影响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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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由于与现有研究采用了不同的行业上游度数据， 所以本文测算的企业出口上游度指标绝对水平与 Ｃｈｏｒ
等 （２０１４） 的有所差异， 但变化趋势一致。



二、 主要指标构建与特征性事实

（一）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的数据来源如下： 第一类是世界投入产出表和中国海关数据库数据， 其

中， ２０１６年世界投入产出表记录了全球 ４３ 个国家 （地区） ５６ 个部门在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４年的投入产出状况， 中国海关数据库数据记录了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中国进出口企

业每笔进出口产品层面的交易信息， 本文使用该数据构建行业上游度及企业出口上

游度指标； 第二类是来自国家统计局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 根据现有研究的处理方

法， 最终本文得到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共计 ２ ６８９ ４４３个观测样本， 本文使用该数据构建

城市在产业层面的集聚、 城市在企业层面的集聚、 以邻近企业为基础的集聚等变

量； 第三类是来自国家统计局 １９８５年及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本文

使用该数据构建经济集聚的历史工具变量和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
（二） 变量构建

１． 出口上游度

现有研究多数是从国家、 行业层面测算全球价值链指数， 但忽略了出口企业参与全

球价值链生产的异质性。 本文参照 Ａｎｔｒａｓ 等 （２０１２）、 Ｃｈｏｒ 等 （２０１４）、 Ａｌｆａｒｏ 等

（２０１７） 的研究思路， 利用中国海关数据库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表， 分别构建了行业上

游度和企业出口上游度的指数， 以表示行业与企业所处的价值链 “物理位置”。 上游度

用来测度行业或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物理位置， 上游度越高表明该行业或企业距离

最终消费越远。 上游度与价值链地位并非完全一致， 不能简单地认为上游度越高表明

一国的国际分工地位越高 （何祚宇和代谦， ２０１６）［２３］。 具体测算方法如下。
本文使用美国的行业投入产出数据构建了不同行业嵌入价值链的相对位置指

数， 根据投入产出表构建了不同国家不同行业的上游度指数， 以反映其在全球价值

链中的上下游关系。 行业的上游度 Ｕ ｊ 是行业 ｊ生产过程中最终产品与各个生产阶段

的中间品占总产出比重的加权平均值， 反映由投入品到最终产品整个生产进程中阶

段数的加权平均， 具体可表示为：

Ｕ ｊ ＝ １ ×
Ｆ ｊ

Ｙ ｊ

＋ ２ ×
∑Ｎ

ｋ ＝ １
ｄ ｊｋＦｋ

Ｙ ｊ

＋ ３ ×
∑Ｎ

ｋ ＝ １∑
Ｎ

ｌ ＝ １
ｄ ｊｌｄｌｋＦｋ

Ｙ ｊ

＋ … （１）

其中， Ｙ ｊ 是行业 ｊ的总产出， Ｆｋ 是行业 ｉ产出的最后使用， ｄ ｊｋ 表示生产 １美元价

值的行业 ｋ 的产品所需要的来自行业 ｊ 投入品的价值， 对应于投入产出表的直接消

耗系数。 Ｕ ｊ 值越大， 表明行业 ｊ 在生产链的供应方面有越高的上游度。 在使用 ２０１６
年版世界投入产出表进行实际测算时， 本文重新设立行业集合， 使其与 ４３ 个国家

（地区） 的每个行业一一对应， 在包含世界剩余国家 （ＲＯＷ） 的同时将所有国家

（地区） 视为一个封闭经济。 参照 Ｕ ＝ Ｉ － Ｄ[ ] －１Ｆ ， 测算得到 ２４６４×２４６４的里昂惕

夫逆矩阵， 进一步计算得到行业上游度。 上游度表示该行业离最终消费者的距离，
设最终产品的上游水平值为 １， 上游水平值越接近 １ 表明行业所处的位置越接近全

球价值链的下游。 反之， 则表示离最终产品越远， 所生产的产品越靠近全球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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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游， 上游度指标可以更直观地反映一国生产的产品距离最终消费者还需要经历

的生产阶段。
然后， 基于中国 ５６个行业的上游度指标进一步测算中国企业在出口层面的上游度

指标。 根据中国海关数据库中企业 ＨＳ８位数产品层面的进出口数据与 ＢＥＣ产品编码匹

配， 以识别出企业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进出口信息， 再与世界投入产出表中的 ＩＳＩＣ
行业编码匹配， 计算得到企业—行业—目的国层面的中间品和最终产品的进出口信息。

企业 ｉ在行业 ｊ向国家 ｋ的中间品出口为Ｐｉｊｋｔ， 企业 ｉ在行业 ｊ向国家 ｋ的最终产品出

口为 Ｆｉｊｋｔ， 企业 ｉ在行业 ｊ的中间品出口总额为Ｐｉｊｔ， 企业 ｉ在行业 ｊ的最终产品出口总额

为 Ｆｉｊｔ， 企业 ｉ在行业 ｊ出口总额为ＥＸｉｊｔ ＝ Ｐｉｊｔ ＋ Ｆｉｊｔ， 企业 ｉ出口总额为ＥＸｉｔ ＝ ∑ ｊ
ＥＸｉｊｔ。

与中国投入产出表匹配， 进一步算出企业 ｉ 的出口上游度：

ＵＥＸ
ｉｔ ＝∑Ｎ

ｊ ＝ １

ＥＸ ｉｊｔ

ＥＸ ｉｔ
Ｕ ｊ （２）

其中， ＥＸ ｉｔ 为企业的总出口， 利用企业总出口中特定行业的出口份额来衡量该

行业在企业整个出口中的重要程度， 以此加权平均得到上游度指数。 因此， 某个特

定企业的出口上游度指数变化源于特定行业在企业出口中权重的变化， 即

ＥＸ ｉｊｔ ／ ＥＸ ｉｔ{ } ｉ ＝ １， ２， …， ５６ 。
２􀆰 经济集聚

现有研究主要从城市规模、 人口密度等角度衡量特定地区的经济集聚程度。 为了更

准确地体现地区在某类企业或产业结构方面的集聚变化， 本文参照 Ｈｏｌｍｅｓ 和 Ｓｔｅｖｅｎｓ
（２００２）、 Ｌｉ等 （２０１２） 的研究思路， 某个城市在行业层面的集聚程度表示为：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ｊｃｔ ＝
Ｅｍｐ ｊｃｔ ／ Ｅｍｐｃｔ

Ｅｍｐ ｊｔ ／ Ｅｍｐｔ
（３）

其中， Ｅｍｐ ｊｃｔ 为城市 ｃ行业 ｊ在 ｔ年的总就业水平， Ｅｍｐｃｔ 为城市 ｃ在 ｔ年的总就业

水平， Ｅｍｐ ｊｔ 为行业 ｊ在 ｔ年的总就业水平， Ｅｍｐｔ 为 ｔ年总就业水平。 行业层面的经济

集聚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ｊｃｔ 是 ｔ年行业 ｊ在城市 ｃ中的就业份额占该行业在整体经济中就业

份额的比重， 如果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ｊｃｔ ＞ １， 说明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言， 城市 ｃ 行

业 ｊ 在 ｔ 年有相对较高的就业份额。
同时， 本文构建了城市在企业层面的集聚指数：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ｊｃｔ ＝
Ｅｍｐ ｊｃｔ － Ｅｍｐｉｔ( ) ／ Ｅｍｐｃｔ － Ｅｍｐｉｔ( )

Ｅｍｐ ｊｔ － Ｅｍｐｉｔ( ) ／ Ｅｍｐｔ － Ｅｍｐｉｔ( )
（４）

其中， Ｅｍｐｉｔ 为城市 ｃ 行业 ｊ 中企业 ｉ 在 ｔ 年的就业水平。
（三） 特征性事实

使用世界投入产出表测算得到的行业上游度指数能够直观地反映一国各行业在

生产环节中所处的具体位置， 本文测算得到的各国不同行业的上游度指数绝大多数

介于 １～５􀆰 ６６之间①。 表 １ 的行业上游度描述统计显示， 相对于其他国家 （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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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处分析剔除了 １‰的异常值。



而言， 中国的行业上游度更高， 即整体而言中国的行业更靠近全球价值链的上游位

置。 纵向来看， 不管是世界平均水平还是中国样本， 从基础行业到制造业再到服务

业， 行业上游度的平均值和中位值均呈递减趋势， 相对而言， 基础行业处于价值链

上游端， 制造业次之， 服务业更靠近价值链的下游端①。 例如， 农作物可以作为最

终产品被畜牧生产直接使用 （到最终消费者的阶段数为 １）， 也可以用于食品的加

工生产， 作为食品的一部分被销售 （到最终消费者的阶段数为 ２）； 而教育通常作

为最终产品直接消费 （到最终消费者的阶段数为 １）， 几乎不会作为中间投入品用

于其他部门的生产。 因此， 农作物行业比教育行业有更高的上游度值。

表 １　 行业上游度描述统计

行业类别
世界 中国

平均值 中位值 标准差 平均值 中位值 标准差

基础行业 （Ａ０１－Ｂ） ２􀆰 ５７６ ２􀆰 ４８０ ０􀆰 ７１５ ３􀆰 ２６４ ３􀆰 ０９８ １􀆰 １２５
制造业 （Ｃ１０－Ｃ３３） ２􀆰 ３９５ ２􀆰 ２５１ ０􀆰 ５８３ ２􀆰 ８６９ ２􀆰 ７１５ ０􀆰 ８１７
服务业 （Ｄ３５－Ｕ） ２􀆰 ０５８ ２􀆰 １７４ ０􀆰 ５５１ ２􀆰 １７９ ２􀆰 ３７８ ０􀆰 ９６８

企业出口上游度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的整体变化趋势如图 １ 所示， 可以看出， 在

整个样本期间中国企业的出口上游度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１􀆰 ５５ 下降至 ２００６ 年的 １􀆰 ２７， 后

又上升至 ２０１０ 年的 １􀆰 ３５， 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 但整体而言下降了约

１２􀆰 ８％， 表明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位置在样本期间随时间向下游端靠近。

图 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中国企业出口上游度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 本文绘制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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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行业上游度最高的 ５个行业分别是焦炭、 精炼石油和核燃料， 矿石与开采业， 基础金属， 纸和纸制品，
化学和化学产品； 行业上游度最低的 ５个行业分别是域外组织机构活动， 私人家户活动， 健康和社会工作，
国防与社会保障， 教育。



企业的出口上游度在整个样本期间分不同样本的变化趋势如表 ２所示， 可以看

出企业出口的上游度在不同的样本中存在差异。 表 ２ 第 （１）、 （２） 列分别报告了

基于不同贸易方式得到的企业出口上游度。 比较两列数据可以看出， 一般贸易企业

的出口上游度均值大于加工贸易企业， 表明中国的一般贸易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

位置相对于加工贸易企业而言更偏向于上游。 原因可能是加工贸易企业从国外进口

原材料或中间产品， 在本国加工之后再出口， 赚取中间附加价值， 其出口额自

１９９５年起占到了中国出口总额的 ５０％以上 （Ｙｕ， ２０１５） ［２４］， 在创造就业和发挥劳

动力比较优势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也成为我国出口企业生产率较低的重

要原因， 这一特征也表明加工贸易企业与一般贸易企业相比更靠近价值链下游。 第

（３）、 （４） 列基于不同所有制得到的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出口上游度， 整体而

言， 包括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内的非国有企业的出口上游度普遍大于国有企业，
表明国有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位置更偏向于下游， 这一结果背后的原因可能与国

有企业保障劳动力就业、 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有关。

表 ２　 企业出口上游度的特征事实

年份 总样本

（１） （２） （３） （４）

不同贸易方式 不同所有制

一般贸易 加工贸易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２０００ １􀆰 ５２５ １􀆰 ５７７ １􀆰 ４６８ １􀆰 ４５８ １􀆰 ５３９
２００１ １􀆰 ４６４ １􀆰 ４８９ １􀆰 ４２９ １􀆰 ３７９ １􀆰 ４８６
２００２ １􀆰 ３５１ １􀆰 ３５８ １􀆰 ３３９ １􀆰 ３１９ １􀆰 ３５７
２００３ １􀆰 ２９９ １􀆰 ２９７ １􀆰 ３０４ １􀆰 ２５７ １􀆰 ３０７
２００４ １􀆰 ２７３ １􀆰 ２７０ １􀆰 ２８０ １􀆰 ２１０ １􀆰 ２８２
２００５ １􀆰 ２４７ １􀆰 ２４５ １􀆰 ２５２ １􀆰 １９９ １􀆰 ２５３
２００６ １􀆰 ２４８ １􀆰 ２４５ １􀆰 ２５７ １􀆰 １７６ １􀆰 ２５４
２００７ １􀆰 ２６５ １􀆰 ２８２ １􀆰 ２０５ １􀆰 ０８４ １􀆰 ２７５
２００８ １􀆰 ２９０ １􀆰 ２９２ １􀆰 ２８４ １􀆰 １０４ １􀆰 ２９９
２００９ １􀆰 ２５４ １􀆰 ２８５ １􀆰 １３７ １􀆰 ０８９ １􀆰 ２６１
２０１０ １􀆰 ３３２ １􀆰 ３７４ １􀆰 １４９ １􀆰 １９２ １􀆰 ３３８
总体 １􀆰 ３２３ １􀆰 ３３８ １􀆰 ２８２ １􀆰 ２２４ １􀆰 ３３２

三、 计量模型设定与结果分析

（一） 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通过计量模型设定与实证回归进一步论证经济集聚对企业出口上游度的影

响。 在现有研究基础上， 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经济集聚对企业出口上游度的

影响， 并通过工具变量法进行 ２ＳＬＳ估计和分样本回归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 计量

模型设定如下：
ＥＸ＿ Ｕｐｓｔｒｅａｎｍｉｊｃｔ ＝ α ＋ β１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ｊｃｔ ＋ β２Ｘ ｉｔ ＋ β３Ｘ 􀆳

ｃｔ ＋ γ ｊ ＋ δｃ ＋ λ ｔ ＋ εｉｊｃ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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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ｉ、 ｊ、 ｃ 和 ｔ 分别表示第 ｉ 个企业、 第 ｊ 个行业、 第 ｃ 个城市和第 ｔ 年。 被

解释变量 ＥＸ＿ Ｕｐｓｔｒｅａｎｍｉｊｃｔ 表示位于城市 ｃ 行业 ｊ 中企业 ｉ 在 ｔ 年的出口上游度。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ｊｃｔ 表示企业 ｉ所在城市 ｃ在行业 ｊ层面的集聚程度， Ｘ ｉｔ 为企业层面的主

要特征变量， Ｘ 􀆳
ｃｔ 为企业所在城市层面的主要特征变量， γ ｊ 表示行业固定效应， δｃ 表

示城市固定效应， 分别控制行业层面和城市层面不可观测的宏观因素对企业出口上

游度的影响， λ ｔ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随时间变化的外部环境等因素对企业出口

上游度的影响， εｉｊｃｔ 为随机扰动项， 服从正态分布。 β１ 为本文最关心的回归系数， 若

β１ 显著为负， 则表明经济集聚对企业出口上游度有显著负向影响， 使企业更靠近

价值链的下游端。 为了克服潜在的异方差与序列相关问题， 本文在后续所有回归中

将标准误聚类到 ４位数行业层面。
（二） 主要特征变量和衡量方法

１􀆰 企业层面的特征变量

企业年龄： 用当年年份减去企业成立时间衡量， 企业年龄可能与经济集聚及企

业出口上游度呈非线性关系， 因此本文在引入企业年龄的同时引入企业年龄的平方

项； 企业的资本密集度： 使用企业的固定资产净值与企业从业人数的比率来衡量，
企业的资本密集度越高， 说明企业规模越大， 效率越高， 企业越倾向于价值链下

游； 企业的盈利状况： 使用企业营业利润与企业销售额的比率衡量； 企业的出口密

集度： 使用企业出口交货值与企业销售产值的比率衡量， 较高的企业出口密集度可

能会引致企业出口上游度的下降， 使企业向价值链下游移动。 企业层面的特征变量

均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２􀆰 城市层面的特征变量

城市人均 ＧＤＰ： 较高的人均 ＧＤＰ 表明该城市有较高的市场潜能， 不仅引致企业

的集聚现象， 还可以影响企业的发展前景； 城市人力资本： 根据现有研究， 使用该城

市的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衡量， 人力资本与经济集聚有密切关系， 经济集聚得益于人

力资本的正向外部性， 并且人力资本可能通过企业劳动力的技能结构影响其参与价值

链的位置； 城市基础设施： 使用城市人均铺装道路面积衡量， 城市较好的基础设施不

仅吸引外资进入， 而且可以提高企业的出口广度和深度， 进而影响企业参与全球价值

链位置。 城市层面的特征变量均来自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三） 基准回归结果与分析

经济集聚在各城市中不同行业间的差异是本文识别其对企业出口上游度影响的

基础， 表 ３报告了经济集聚与企业出口上游度的基准回归结果。 第 （１） 列只加入

了关键解释变量地区的行业集聚， 结果显示地区的行业集聚会显著降低企业的出口

上游度， 且回归系数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 第 （２） 列进一步加入城市固定效应、
行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以控制地区、 行业以及时间维度上不可观测的因素

对企业出口上游度的影响， 结果显示地区的行业集聚依然会显著降低企业的出口

上游度。 地区的行业集聚每提高 １０％， 企业的出口上游度下降 ０􀆰 ０２２％， 且回归

系数在 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这一结果表明地区的行业集聚会使中国企业参与

全球价值链的位置不断向下游消费端靠近。 此外， 本文在基准回归模型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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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一阶差分法估计经济集聚对企业出口上游度的影响， 模型如下：
ΔＥＸ＿ Ｕｐｓｔｒｅａｎｍｉｊｃｔ ＝ β１Δ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ｊｃｔ ＋ μｔ ＋ εｉｊｃｔ （６）

其中， ΔＥＸ＿ Ｕｐｓｔｒｅａｎｍｉｊｃｔ 为当期企业出口上游度与上一期企业出口上游度的差

值， Δ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ｊｃｔ 为当期地区的行业集聚与上一期行业集聚的差值。 回归结果

如表 ３第 （３） 列所示， 结果与前述一致， 表明地区行业集聚对企业出口上游度有

显著的负向影响。 本文在第 （４）—（６） 列使用企业层面的集聚指标， 依次仅加入

关键解释变量， 加入地区、 行业与年份固定效应， 采用一阶差分法估计， 结果显示

企业集聚同样显著降低了企业出口上游度。 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无论是地区行业层面

的集聚还是企业层面的集聚均对企业出口上游度产生负向影响， 使得中国的出口企

业更偏向于全球价值链的下游。

表 ３　 经济集聚与企业出口上游度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地区行业集聚 企业集聚
ＯＬＳ ＦＥ ＦＤ ＯＬＳ ＦＥ ＦＤ

经济集聚
－０􀆰 ００２５３∗∗∗ －０􀆰 ００１９８∗∗∗ －０􀆰 ０００８７０∗∗∗ －０􀆰 ００２６５∗∗∗ －０􀆰 ００１２１∗∗∗ －０􀆰 ０００９１９∗∗∗

（０􀆰 ０００１２５） （０􀆰 ０００５３４） （０􀆰 ０００２７５） （０􀆰 ０００１３２） （０􀆰 ０００４６６） （０􀆰 ０００２８８）
时间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否 是 否
行业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否 是 否

样本量 ３１２ ０１４ ３１１ ９８４ １９８ ２０７ ３１２ ０１４ ３１１ ９８４ １９８ ２０７
Ｒ２ ０􀆰 ００１ ０􀆰 １４５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１ ０􀆰 １４４ ０􀆰 ００８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和 １％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括号内为标准误； 第 （２） 列、 第 （５） 列加
入年份固定效应、 城市固定效应、 四位数行业固定效应； 聚类到 ４位数行业层面； 下表同。

（四） 稳健性检验

１􀆰 加入企业和地区特征向量

为了缓解因遗漏变量而引致的回归结果偏误， 本文在基准回归基础上加入企业

层面的特征变量———企业年龄、 企业年龄平方项、 资本密集度、 利润率、 出口密集

度， 以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 ４ 第 （１） 列显示， 在加入企业特征变量后， 地

区的行业集聚依然对企业出口上游度产生负向影响， 且结果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
回归系数与基准回归系数相比略微下降， 这一结果符合本文预期。 基于此， 本文进

一步在回归中加入城市特征向量， 如第 （２） 列所示， 回归系数依然负向显著， 地

区的行业集聚对企业出口上游度的影响结果稳健。 本文在第 （３） 列使用企业集聚

指标进行回归， 加入企业和城市的特征变量， 负向效应并未变化。
２􀆰 使用不同的经济集聚指标

地区的经济集聚效应可以采用相邻企业的就业水平来衡量。 为了避免回归结

果受到特定经济集聚计算方法的影响， 本文进一步构建以邻近企业为基础的地区

集聚指数， 检验本文基本结论的稳健性。 同一行业的邻近企业是指与企业 ｉ 同属

于相同 ４位数行业中除了企业 ｉ的其他企业， 同一行业的邻近企业总的就业水平为

ｅｍｐｏｗｎ
ｉ ， 因此， 以同一行业邻近企业为基础构建的城市在行业层面的集聚程度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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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为：

Ｅｍｐｏｗｎ
ｊｃ ＝∑ ｉ

ωｉｅｍｐｏｗｎ
ｉ （７）

相关行业的邻近企业是指与企业 ｉ 同属于相同 ２位数行业但不属于相同 ４ 位数

行业的其他企业， 相关行业的邻近企业总的就业水平为 ｅｍｐｒｅｌａｔｅｄ
ｉ ， 因此， 以相关行

业邻近企业为基础构建的城市在行业层面的集聚程度可表示为：

Ｅｍｐｒｅｌａｔｅｄ
ｊｃ ＝∑ ｉ

ωｉｅｍｐｒｅｌａｔｅｄ
ｉ （８）

其中， ｊ， ｃ 与前文相同， 分别表示行业与城市， ωｉ 为企业 ｉ 在城市 ｃ 行业 ｊ 中的

就业比重， 可表示为：

ωｉ ＝ ｅｍｐｉ ／∑ ｉ
ｅｍｐｉ （９）

本文采用以同一行业邻近企业和相关行业临近企业为基础构建的地区行业集聚

指标重新对基准模型进行回归， 结果如表 ４ 第 （４）、 （５） 列所示， 在新的计算方

法下， 经济集聚对企业出口上游度的回归系数大小虽然因计算方法的不同而有了明

显变化， 但其符号仍然显著为负， 再次验证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同时可以看出，
来自同一行业的邻近企业所产生的集聚效应对企业出口上游度的影响要明显大于来

自相关行业邻近企业的集聚效应。
３􀆰 其他检验

为了避免数据异常值对本文回归结果造成的干扰， 参照已有研究， 本文对被解

释变量和解释变量做了首尾 １％异常值剔除。 采用前述方法重新进行估计， 表 ４ 第

（６） 列结果显示本文结论依然稳健。

表 ４　 稳健性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 同 ４位数行业 同 ２位数行业 首尾 １％异常值

经济集聚 １
－０􀆰 ００１７７∗∗∗ －０􀆰 ００１８０∗∗∗ －０􀆰 ００５４２∗∗∗

（０􀆰 ０００５３７） （０􀆰 ０００１８５） （０􀆰 ０００６１５）

经济集聚 ２
－０􀆰 ００１１０∗∗

（０􀆰 ０００４９４）

Ｅｍｐｏｗｎｊｃ
－０􀆰 ０４０７∗∗∗

（０􀆰 ００３９２）

Ｅｍｐｒｅｌａｔｅｄｊｃ
－０􀆰 ０１９２∗

（０􀆰 ０１１３）
企业特征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特征变量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２８５ １５７ ２７８ ２６０ ２７８ ２６０ ２７８ ２２３ ２７４ ０８４ ２８５ １５７
Ｒ２ ０􀆰 １５３ ０􀆰 １５４ ０􀆰 １５４ ０􀆰 １５６ ０􀆰 １２０ ０􀆰 １５３

注： 所有回归均加入时间、 城市和行业固定效应。

（五） 内生性问题处理

经济集聚对于企业出口上游度是一个相对外生的变量， 但仍然不可忽略两者之

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首先， 企业出口上游度下降， 偏向于全球价值链的下游

端， 可能的原因如下： 一方面， 前文所述许多出口企业为加工贸易企业， 其主要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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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我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参与全球价值链； 另一方面， 我国大量国有企业、 集体企

业的存在保障了地方劳动力就业水平， 这使得出口上游度低的企业吸引更多的劳动

力和其他相关企业进入该地区， 从而造成该地区的劳动力集聚， 即经济集聚与企业

出口上游度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其次， 虽然本文在稳健性检验中已经加入

企业层面和城市层面的特征变量以缓解因遗漏变量而造成的结果偏误， 但仍可能存

在某些城市层面或企业层面随时间变化的但不可观测的因素对经济集聚和企业出口

上游度产生共同的影响， 例如经济集聚现象较明显的地区， 其经济也较为发达， 地

区行业间的企业异质性较大， 企业之间生产率的不同会吸引不同技能的劳动力进而使

该地区进一步集聚， 同时又会影响到企业的出口广度和深度， 进而影响到企业参与全

球价值链位置， 即经济集聚变量与企业出口上游度变量之间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偏误。
为缓解经济集聚与企业出口上游度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运用工具变量法对基准

模型再次进行估计。 本文参照孙楚仁和赵瑞丽 （２０１５） ［２５］、 Ｃｏｍｂｅｓ 等 （２０１５） ［２６］

的方法， 选取以下两个变量作为经济集聚的工具变量： 第一， 本文采用经济集聚滞

后一期作为经济集聚的工具变量， 因为经济集聚的滞后一期与当期集聚正相关， 但

与当期的企业出口上游度之间存在内生性问题； 第二， 本文采用 １９８５ 年每个城市

人口数的对数值作为经济集聚的工具变量， 因为拥有较大人口规模的城市往往能够

吸引各个行业制造业企业的进入， 促进该地区的产业集聚， 该工具变量相对样本考

察期滞后了 ２５年， 其对企业出口上游度产生直接影响的可能性比较小。 由于该工

具变量不随时间变化， 在进行面板工具变量估计时， 本文采用 １９８５ 年城市人口数

乘以时间虚拟变量再取对数， 使得工具变量随时间变化。 回归结果如表 ５所示， 在

第 （１）、 （２） 列， 本文分别只使用经济集聚滞后一期和 １９８５ 年城市人口数乘时间

虚拟变量的对数值作为经济集聚的工具变量进行 ２ＳＬＳ 回归， 结果显示， 经济集聚

对企业出口上游度的影响依然显著为负， 与前述基准回归结果类似。 同时， 不可识

别检验的 ＬＭ统计量和弱工具变量检验的 Ｆ统计量值都很大， 拒绝了不可识别和弱

工具变量识别的假设， 说明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与经济集聚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第

（３） 列报告了同时加入这两个工具变量后的 ２ＳＬＳ回归结果， 结果依然稳健， 经济

集聚每提高 １０％， 企业出口上游度下降 ０􀆰 １３５％， 且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 过度识

别检验的 Ｐ 值不显著， 说明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

表 ５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ＩＶ ＩＶ ＩＶ

经济集聚
－０􀆰 ０１１６∗∗∗ －０􀆰 ００７５３∗∗∗ －０􀆰 ０１２７∗∗∗

（０􀆰 ０００８１５） （０􀆰 ００２６４） （０􀆰 ００３８５）
不可识别检验 ＬＭ统计量 ９４８３􀆰 ４４４ １２０２􀆰 ７１２ １０１７􀆰 ４２０
弱工具变量检验 Ｆ统计量 １􀆰 ３ｅ＋０４ １２０８􀆰 ３８６ ５１３􀆰 ２８５

Ｓａｒｇｅｎ－Ｐ 值 ０􀆰 ５６３８
样本量 ３２ ８４６ ２５３ ９７８ ３２ ７５６
Ｒ２ ０􀆰 ０３１ ０􀆰 ０２５ ０􀆰 １９２

注： 所有回归结果均控制了企业和城市层面的特征变量； 第 （１）、 （２） 列回归结果未加入时间固定效应、 城
市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 第 （３） 列回归结果加入时间固定效应、 城市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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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异质性分析

１􀆰 区分企业不同所有制

由于不同所有制企业在社会职责、 企业定位等方面存在差异， 例如， 相对于私

营企业， 国有企业有保障地方就业的职责， 同一行业或相邻行业企业的就业绝对水

平要高于私营企业， 因此地区产业集聚或企业集聚会有所差异。 因此， 本文区分不

同所有制企业对经济集聚与企业出口上游度的关系进行分样本回归， 结果如表 ６ 所

示。 其中， 第 （１）—（３） 列报告了在控制城市固定效应、 行业固定效应、 年份固

定效应和加入企业及城市主要特征变量后， 地区行业集聚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出口上

游度的影响， 结果显示回归系数均负向显著， 这也再次证明了本文基准结果的稳健

性。 但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回归系数大小及显著性水平存在差异， 地区行业集聚对国

有企业出口上游度的影响要高于对私营企业的影响， 但对外资企业的影响在不同所

有制企业中最高， 这说明地区行业集聚对外资企业及国有企业出口上游度冲击较

大， 从而引致这些企业向全球价值链的下游靠近。 第 （６）—（８） 列报告了企业层

面的集聚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出口上游度的影响结果， 得到了与地区产业集聚相同的

结论， 表明经济集聚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位置的影响存在差异。

表 ６　 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国有企业 私营企业 外资企业 一般贸易 加工贸易

经济集聚 １ 　 －０􀆰 ００３０５∗∗∗ 　 －０􀆰 ０００７１４ 　 　 －０􀆰 ００５６２∗∗∗ 　 　 －０􀆰 ００２０２∗∗∗ 　 　 －０􀆰 ００５１１∗∗∗

（０􀆰 ０００９７４） （０􀆰 ００１１５） （０􀆰 ００１３５） （０􀆰 ０００６３４） （０􀆰 ００１２５）
样本量 ２２ ７５０ ５５ ５６６ ６９ ０１７ １９２ ５２４ ６１ ３４７
Ｒ２ ０􀆰 ２４９ ０􀆰 ２１１ ０􀆰 １７２ ０􀆰 １６７ ０􀆰 １５７

变量
（６） （７） （８） （９） （１０）

国有企业 私营企业 外资企业 一般贸易 加工贸易

经济集聚 ２
－０􀆰 ００１２７ 　 －０􀆰 ０００２３８ 　 　 －０􀆰 ００３６０∗∗∗ 　 　 －０􀆰 ００１１３∗ 　 　 －０􀆰 ００３０７∗∗

（０􀆰 ００１０８） （０􀆰 ００１０９） （０􀆰 ００１３４） （０􀆰 ０００６２０） （０􀆰 ００１１９）
样本量 ２２ ７５０ ５５ ５６６ ６９ ０１７ １９２ ５２４ ６１ ３４７
Ｒ２ ０􀆰 ２４８ ０􀆰 ２１１ ０􀆰 １７１ ０􀆰 １６７ ０􀆰 １５７

注： 所有回归结果均控制了企业和城市层面的特征变量， 以及时间固定效应、 城市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
效应。

２􀆰 区分不同贸易方式

如前文所述， 加工贸易通过承接国际外包， 进口中间品或原材料， 在国内经加

工组装后出口， 依靠我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因此， 加工贸易

企业相对于一般贸易企业更偏向于全球价值链的下游端， 本文预期经济集聚对加工

贸易企业出口上游度的影响要大于对一般贸易企业出口上游度的影响。 因此， 本文

按照贸易方式的不同， 对经济集聚与企业出口上游度的关系进行了分样本回归估

计， 见表 ６第 （４）、 （５） 列。 结果表明， 在控制城市固定效应、 行业固定效应、 年

份固定效应和加入企业及城市主要特征变量后， 经济集聚对一般贸易企业和加工贸易

企业出口上游度的影响均显著为负， 这再次论证了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对不

同贸易方式的企业出口上游度的影响差异体现在回归系数的大小， 与本文的预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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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经济集聚对加工贸易企业出口上游度的冲击高于对一般贸易企业出口上游度的冲

击， 经济集聚的提高会使得加工贸易企业更倾向于向价值链的下游端靠近。

四、 进一步讨论： 经济集聚的分解效应

本文从地区产业集聚和企业集聚的角度实证检验了经济集聚对企业出口上游度

的负向影响， 并且通过构建以邻近企业为基础的地区集聚指数， 验证了基准结果的

稳健性。 然而， 经济集聚如何对企业出口上游度产生影响需要进一步分析论证， 本

文尝试通过分析经济集聚的分解效应对其影响企业出口上游度的机制做出解释。 本

文参照陆毅等 （２０１０） ［２７］的研究方法， 将经济集聚分解为两部分： 同一行业内邻近

企业数量和同一行业内临近企业平均规模。 其中， 同一行业内邻近企业数量表

示为：

集聚—邻近企业数量 ＝ ∑ ｉ
１( ) － １ （１０）

同一行业内邻近企业平均规模表示为：

集聚—邻近企业平均规模 ＝
∑ ｉ

ｅｍｐｏｗｎ
ｉ

∑ ｉ
１( ) － １

（１１）

其中， ｅｍｐｏｗｎ
ｉ 表示企业 ｉ在同一行业内的邻近企业就业水平。 表 ７报告了在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行业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后， 同一行业内邻近企业数量和同一

行业内邻近企业平均规模对企业出口上游度的回归结果， 第 （１） 列仅加入两个关

键解释变量， 第 （２） 列在第 （１） 列的基础上加入企业和城市的主要特征变量。
可以看出， 同一行业内邻近企业数量和同一行业内邻近企业平均规模对企业出口上

游度均为负向影响， 且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 但回归系数的大小存在差异， 表明相

对于同一行业内邻近企业数量， 同一行业内邻近企业平均规模对企业出口上游度的

影响更大， 即相对于靠近众多企业而言， 靠近规模大的企业更容易使企业向全球价

值链的下游端靠近。

表 ７　 产业集聚的分解效应

变量
（１） （２）
ＦＥ ＦＥ

集聚—邻近企业数量
－０􀆰 ０１７２∗∗∗ －０􀆰 ０１８７∗∗∗

（０􀆰 ００４５４） （０􀆰 ００４５０）

集聚—邻近企业平均规模
－０􀆰 ０２０８∗∗∗ －０􀆰 ０３４７∗∗∗

（０􀆰 ００７３３） （０􀆰 ００７９６）
特征向量 否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样本量 ２７９ ８７８ ２５３ ９１２
Ｒ２ ０􀆰 １４５ ０􀆰 １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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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使用 ２０１６年版世界投入产出表测算了各国不同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位

置， 并进一步测算了企业出口的上游度以反映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 利用国

家统计局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 中国海关数据库数据和世界投

入产出表实证检验了城市内部的产业及企业集聚对中国企业出口上游度的影响。 研

究结果表明： 第一， 中国与世界平均上游度水平相比有更高的上游度， 表明中国各

个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位置中更靠近上游端， 行业上游度的平均值和中位值从基础行

业到制造业再到服务业呈递减趋势， 相对而言， 基础行业处于价值链上游端， 制造

业次之， 服务业更靠近价值链的下游端； 第二， 在整个样本期间， 中国企业的出口

上游度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 但整体而言下降了约 １２􀆰 ８％， 表明中国企业

在全球价值链位置中整体向下游端靠近； 第三， 地区产业集聚和企业集聚对企业出

口上游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地区的行业集聚每提高 １０％， 企业的出口上游度下

降 ０􀆰 ０２２％， 表明地区经济集聚现象使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更偏向于向下游端

靠近； 第四， 经济集聚对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出口上游度的负向影响大于对私营企

业出口上游度的影响， 同时相对于一般贸易企业而言， 经济集聚对加工贸易企业出

口上游度的影响更大； 第五， 在进一步将经济集聚的影响效应分解之后， 结果显

示， 相对于靠近众多企业而言， 靠近规模大的企业更容易使企业向全球价值链的下

游端靠近。
本文的结论充分肯定了地区经济集聚对企业出口上游度的作用， 地区产业层面

的集聚与企业层面的集聚可以引导我国出口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向消费端靠近， 经

济集聚对外资企业的影响更大。 因此， 一方面， 当地政府要鼓励和支持企业、 从业

人员的流入， 积极招商引资， 与跨国企业或海外企业达成战略合作关系， 不断引进

国外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技术设备， 从而促进我国出口产业的升级； 另一方面， 当地

政府应营造出有利于当地企业做大做强的良好营商环境， 形成产业集聚区的核心竞

争力并逐步获取国际竞争优势。 地区产业层面的集聚易受地区环境条件的影响， 对

于没有形成集聚的产业， 要考虑产业自身发展的特性。 对于已经形成集聚的产业，
要综合考虑地区产业层面集聚的发展模式、 当地市场需求等方面因素。 同时， 政府

也要在准确定位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引领作用， 鼓励企业提升创新能力， 根据国家政

策给予企业适当的支持， 推动我国出口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向消费端靠近， 进而促

进我国出口产业的转型升级。

［参考文献］

［１］ ＫＯＯＰＭＡＮ Ｒ， ＷＡＮＧ Ｚ， ＷＥＩ Ｓ Ｊ􀆰 Ｔｒａｃｉｎｇ Ｖａｌｕｅ－ Ａｄｄｅｄ ａｎｄ Ｄｏｕｂｌｅ 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ｉｎ Ｇｒｏｓｓ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２， １０４ （２）： ４５９－４９４􀆰

［２］ ＫＥＥ Ｈ Ｌ， ＴＡＮＧ Ｈ􀆰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Ａｄｄｅｄ ｉｎ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Ｆｉｒｍ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６， １０６ （６）： １４０２－１４３６􀆰

［３］ ＦＡＬＬＹ Ｔ􀆰 Ｏｎ ｔｈｅ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Ｕ􀆰 Ｓ􀆰 ［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２０１２􀆰

４９

全球价值链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０年第 ９期



［４］ ＡＮＴＲＡＳ Ｐ， ＣＨＯＲ Ｄ， ＦＡＬＬＹ Ｔ， ｅｔ 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ｐｓｔｒｅａｍｎｅｓｓ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Ｆｌｏｗｓ ［Ｊ］ ． 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２， １０２ （３）： ４１２－４１６􀆰

［５］ ＭＩＬＬＥＲ Ｒ Ｅ， ＴＥＭＵＲＳＨＯＥＶ Ｕ􀆰 Ｏｕｔｐｕｔ Ｕｐｓｔｒｅａｍ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Ｉｎｐｕｔ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ｎｅｓｓ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７， ４０ （５）： ４４３－４７５􀆰

［６］ 鞠建东， 余心玎 􀆰 全球价值链上的中国角色———基于中国行业上游度和海关数据的研究 ［ Ｊ］ ． 南开经济

研究， ２０１４ （３）： ３９－５２􀆰
［７］ 王孝松， 吕越， 赵春明 􀆰 贸易壁垒与全球价值链嵌入———以中国遭遇反倾销为例 ［ Ｊ］ ．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７ （１）： １０８－１２４􀆰
［８］ 耿伟， 郝碧榕 􀆰 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与劳动收入差距———基于跨国跨行业下游度指标的研究 ［ Ｊ］ ． 国际

贸易问题， ２０１８ （６）： ５４－６７􀆰
［９］ 张杰， 陈志远， 刘元春 􀆰 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测算与变化机制 ［ Ｊ］ ． 经济研究， ２０１３ （１０）： １２４

－１３７􀆰
［１０］ 李胜旗， 毛其淋 􀆰 制造业上游垄断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 Ｊ］ ． 中国工业经

济， ２０１７ （３）： １０１－１１９􀆰
［１１］ 唐宜红， 张鹏杨 􀆰 ＦＤＩ、 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出口国内附加值 ［Ｊ］ ． 统计研究， ２０１７ （４）： ３６－４９􀆰
［１２］ 吕越， 盛斌， 吕云龙 􀆰 中国的市场分割会导致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下降吗 ［ Ｊ］ ． 中国工业经济，

２０１８ （５）： ５－２３􀆰
［１３］ ＣＨＯＲ Ｄ， ＭＡＮＯＶＡ Ｋ， ＹＵ Ｚ􀆰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Ｌｉｎ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ｒｍｓ ［ 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２０１４􀆰
［１４］ ＡＬＦＡＲＯ Ｌ， ＡＮＴＲＡＳ Ｐ， ＣＨＯＲ Ｄ， ｅｔ 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ｚ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Ａ Ｆｉｒｍ－Ｌｅｖｅ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 ．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２０１９， １２７ （２）： ５０８－５５９􀆰
［１５］ ＲＯＳＥＮＴＨＡＬ Ｓ， ＳＴＲＡＮＧＥ Ｗ Ｃ􀆰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Ｊ］ 􀆰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４ （４）： ２１１９－２１７１􀆰
［１６］ ＨＯＬＭＥＳ Ｔ， ＳＴＥＶＥＮＳ Ｊ􀆰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Ｓｃａｌｅ ［Ｊ］ ．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ａ⁃

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０２ （８４）： ６８２－６９０􀆰
［１７］ ＬＩ Ｄ， ＬＵ Ｙ， ＷＵ 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ｉｒｍ Ｓｉｚ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Ｊ］ ．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２， ４２ （１）： １３５－１４３􀆰
［１８］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Ｊ Ｖ􀆰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íｓ Ｓｃａｌ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３ （５３）： １－２８􀆰
［１９］ ＭＥＬＩＴＺ Ｍ􀆰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ｏｎ Ｉｎｔｒａ－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Ｒｅ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Ｊ］ ． Ｅｃｏｎ⁃

ｏｍｅｔｒｉｃａ， ２００３ （７１）： １６９５－１７２５􀆰
［２０］ 张国峰， 王永进， 李坤望 􀆰 产业集聚与企业出口： 基于社交与沟通外溢效应的考察 ［ Ｊ］ ． 世界经济，

２０１６， ３９ （２）： ４８－７４􀆰
［２１］ 包群， 邵敏， ＬＩＧＡＮＧ ＳＯＮＧ􀆰 地理集聚、 行业集中与中国企业出口模式的差异性 ［ Ｊ］ ． 管理世界，

２０１２ （９）： ６１－７５􀆰
［２２］ ＬＵ Ｙ， ＴＡＯ Ｚ， ＹＵ Ｌ􀆰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ｕｐ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２０１４􀆰
［２３］ 何祚宇， 代谦 􀆰 上游度的再计算与全球价值链 ［Ｊ］．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２０１６， ２１４ （１）： １３２－１３８􀆰
［２４］ ＹＵ Ｍ􀆰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ｒａｄｅ， Ｔａｒｉｆｆ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Ｆｉｒｍ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ｒｍｓ ［Ｊ］ ． Ｔｈｅ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５， １２５ （５８５）： ９４３– ９８８􀆰
［２５］ 孙楚仁， 赵瑞丽 􀆰 集聚经济对地区行业内工资不平等的影响———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城市统计

年鉴数据库 １９９８—２００７年的匹配数据 ［Ｊ］ ． 产业经济研究， ２０１５ （５）： ４０－５１􀆰
［２６］ ＣＯＭＢＥＳ Ｐ， ＤＥＭＵＥＧＥＲ Ｓ， ＬＩ Ｓ􀆰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Ｊ］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５ （７６）： １５２－１６７􀆰
［２７］ 陆毅， 李冬娅， 方琦璐 􀆰 产业集聚与企业规模———来自中国的证据 ［ Ｊ］ ． 管理世界， ２０１０ （ ８）：

８４－８９􀆰

（责任编辑　 王　 瀛）

５９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０年第 ９期 全球价值链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Ｕｐｓｔｒｅａｍ

ＺＨＡＯ Ｃｈｕｎｍｉｎｇ　 ＬＩ Ｚｈｅｎ　 ＷＡＮＧ Ｂｅｉｂｅｉ　 ＬＩ Ｈｏｎｇｂ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ｐｌａｙ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ｕｐｓｔｒｅａｍ，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ｘｐｌｏｉｔ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ｄａｔ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Ｔｒａｄ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ｐｕｔ － Ｏｕｔｐｕｔ Ｔａｂｌｅ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０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ｔｅｒ⁃
ｐｒｉｓｅｓ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ｕｐｓｔｒｅａ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ｄｅｃｌｉｎｅｄ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０．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ｅｎ⁃
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ｈａｄ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ｕｐｓｔｒｅａ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
ｍｏｔｅｄ ｅｘｐｏｒｔ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ｏ ｍｏｖｅ ｃｌｏｓ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Ｉｔ ｈａｓ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ｆｕｎｄ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ｓ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ｒａｄ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ｓ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ｕｓｉｎｇ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ｔｏ ｍｉｔｉｇａｔｅ ｅｎ⁃
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ｒｏｂｕｓｔ．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ｉｚ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ｉｎｇ ｃｏｍ⁃
ｐａｎｉｅｓ ｈａｓ ａ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ｕｐｓｔｒｅａｍ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ｎｅｉｇｈ⁃
ｂｏｒ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ｈａｓ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Ｕｐｓｔｒｅａｍ；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Ｍｏｄｅｌ

６９

全球价值链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０年第 ９期




